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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球安全城市指数”的 

上海韧性城市建设思考 

卢溪
1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200032) 

【摘 要】：上海韧性城市建设存在的不足是:重设施建设,轻政策投入;重传统灾害,轻新型风险;重短期应急,轻

长效预防;重政府主导,轻社会参与。建设韧性城市是一个“积跬步,至千里”的长期过程,上海需要在精准施策、强

化治理、源头防控等方面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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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由于城市规模的巨型化、人口的流动性,在各类风险和不确定因素面前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这也逐渐成为制约城市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提升城市韧性,使之具备更强的抵御力、恢复力和适应力已是迫切之需。与传统的防灾减灾相比,城市

韧性的范围覆盖公共安全的全领域,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方面。英国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发布的“全球安全城市指数”(Safe Cities Index,简称 SCI)是目前城市韧性领域的权威评价体系之一。本

文以此为线索展开,分析上海的自身问题所在,并对上海韧性城市建设提出建议。 

一、从“全球安全城市指数”看韧性城市建设 

(一)“全球安全城市指数”评价体系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自 2015 年开始发布“全球安全城市指数”,至今已发布 2015 年、2017 年、2019 年 3个版本,入选城市从

2015年的 50个增至2017年的 60个,2019年又对60个城市进行个别调整。指标数量从2015年的 44个增至2017年的 49个,2019

年继续增至 57个。每一版“全球安全城市指数”都有不同的关注点。2015 年的“全球安全城市指数”力求全面、客观、准确地

评估数字时代的城市安全,数字安全的引入是其最主要的特征。[1]2017 年新增的指标主要针对恐怖袭击带来的安全问题,以及政

治冲突或社会动荡带来的不安定因素,关注点延伸至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扩张的城市人口引发的问题。[2]2019 年的“全球安全城市

指数”聚焦于评估城市应对风险灾害的预防准备能力,形成了全面完善的城市韧性评估框架。[3]评价指标分为数字安全、健康安

全、基础设施安全和人身安全 4 个维度,每个维度的指标又分为“投入”和“结果”两大类(表 1)。“投入”类指标侧重于考察

城市在政策、人员、资金等方面对提升城市韧性所做的努力,“结果”类指标反映的是城市安全的客观现状。两者结合,不仅能

够反映各城市天然的易受风险程度,还能够反映韧性基础设施和风险预防准备等情况。 

表 1 2019年“全球安全城市指数”指标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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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指标 领域 指标 

数字安全 

投入 

1 隐私政策 

健康安全 

投入 

30 环境政策 

2 公民对数字威胁的意识 31 医疗服务可获得性 

3 公私合作关系 32 每千人医院床位数 

4 技术水平 33 每千人医生数 

5 网络安全团队 34 食品安全 

结果 

6 本地恶意软件威胁风险 35 健康服务质量 

7 电脑病毒感染比例 

结果 

36 空气质量 

8 互联网接入率 37 饮用水质量 

人身安全 

投入 

9 警察介入程度 38 预期寿命 

10 社区巡逻 39 婴儿死亡率 

11 街道犯罪数据可获得性 40 癌症死亡率 

12 使用数据驱动技术对付犯罪 41 生化放射性武器袭击数量 

13 私人安全措施 42 城市紧急服务 

14 枪支管控 

基础设施安全 

投入 

43 运输安全执法 

15 政治稳定风险 44 行人友好设施 

16 刑事司法体系有效性 45 灾害管理/业务连续性计划 

17 危险监控 

结果 

46 自然灾害死亡人数 

结果 

18 轻罪比例 47 道路交通死亡人数 

19 暴力犯罪比例 48 贫民窟居住比例 

20 有组织犯罪比例 49 基础设施被袭事件数量 

21 腐败程度 50 机构能力和资源可获得性 

22 吸毒比例 51 大灾保险 

23 恐怖袭击频率 52 知晓灾害风险后的发展 

24 恐怖袭击严重程度 53 空运设施 

25 性别安全(女性被凶杀) 54 道路网络 

26 安全感 55 电力网络 

27 恐怖袭击威胁 56 铁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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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军事冲突威胁 57 网络安全准备 

29 内乱威胁 
  

 

(二)“全球安全城市指数”排名 

在榜单中,东京、新加坡、大阪连续 3届蝉联前 3 位,被认为是最具韧性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和悉尼分列第 4、第 5 位。上海

在 60个入选城市中列第 32位,在数字安全、健康安全、基础设施安全等方面尚有不足,仅人身安全维度排名高于平均水平(表 2)。 

(三)“全球安全城市指数”排名分析 

其一,城市安全的各个维度高度关联,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城市韧性是一个系统概念,其各个维度都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质量,任一维度的问题与缺失都会迅速波及其他维度的安全。例如,城市基础设施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人们对通勤交通方式

的选择。如果道路设施对行人足够友好,驾车出行的人口比例便会降低,进而使空气质量得到改善,提升健康安全的水平。最易受

到忽视的关联性存在于数字安全维度与其他维度之间,医疗、交通、警务等城市服务背后的运行技术支撑一旦受到攻击,便会造

成多方面的影响。 

其二,高排位城市间差距甚微。榜单显示,60 个城市的分数高低并非均匀分布,而是有大量分差甚微的高分城市聚集在前列,

它们都具有相似的基本特征——有着能够便利获得的高质量医疗服务、专业的网络安全团队、充足的警务保障、安全的食品和

清新的空气等,能够保障人们安全方面的基本权利。 

其三,城市安全程度与人均收入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富裕的城市不仅对安全保障类基础设施有着更高的资本投入,对安全保

障的政策意识往往也更为强烈。 

其四,城市安全更关乎治理,信息透明度很重要。良好的信息透明度能够强化各方监督,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并可使公众对各

类危险产生更充分的认知,从而更有效地自我保护。 

表 2 2019年“全球安全城市指数”排名情况 

总排名 数字安全 健康安全 基础设施安全 人身安全 

1 东京 1 东京 1 大阪 1 新加坡 1 新加坡 

2 新加坡 2 新加坡 2 东京 2 大阪 2 哥本哈根 

3 大阪 3 芝加哥 3 首尔 3 巴塞罗那 3 中国香港 

4 阿姆斯特丹 4 华盛顿 4 阿姆斯特丹 4 东京 4 东京 

5 悉尼 5 洛杉矶 4 斯德哥尔摩 5 马德里 5 惠灵顿 

6 多伦多 5 旧金山 6 法兰克福 6 法兰克福 6 斯德哥尔摩 

7 华盛顿 7 达拉斯 7 华盛顿 7 墨尔本 7 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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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哥本哈根 8 纽约 8 新加坡 7 悉尼 8 多伦多 

8 首尔 9 多伦多 9 苏黎世 9 惠灵顿 9 阿姆斯特丹 

10 墨尔本 10 伦敦 10 中国台北 10 华盛顿 10 悉尼 

32 上海 37 上海 34 上海 34 上海 23 上海 

 

二、上海韧性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 

对照“全球安全城市指数”,上海在韧性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重设施建设,轻政策投入 

为实现各阶段韧性城市建设目标,东京、阿姆斯特丹等城市从政策实施的各个环节给予支持,包括建立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

制度体系,出台指导性较强的规范性文件,编制具有针对性的规划和预案,改革城市管理体制等。而上海建设韧性城市的手段依然

集中于完善道路、电力、给排水、通信、应急避难所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政策制定方面起步较晚,尚未完成从“工程思维”到“生

态思维”的转变。尽管“上海 2035”中已聚焦韧性城市建设的相关内容,使之成为总体规划的一部分,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较为

成熟的韧性城市发展体系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上海由于对城市面临的安全风险和发展形势缺乏有效预测和判断手段,

相关政策和规划制定往往缺乏科学性和精准性。另一方面,上海对基础设施等硬件韧性建设之外的教育医疗、日常生活等社会福

祉类软件韧性建设关注较少。 

(二)重传统灾害,轻新型风险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开放程度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超大城市面临的安全风险种类日益多元化。中国香港在城市发展战略

规划中较早关注空气污染、水质下降、传染病等超大城市面临的公共健康问题,并主要通过公共政策引导和空间规划调整予以应

对。但目前上海的防灾减灾规划依然更多关注传统的台风、暴雨、地震灾害等由自然因素导致的安全问题,而对与人体健康密切

相关的问题以及人为社会灾害等新型风险较少关注。[4]从“全球安全城市指数”中可看出,在“四大安全”中,上海在新型风险数

字安全的排名最低(第 37位),得分低于平均水平10分,这是明显的短板所在。不同于城市安全的其他维度,数字风险的来源更为

广泛,并会对其他各维度的安全造成直接影响。 

(三)重短期应急,轻长效预防 

根据“全球安全城市指数”各指标得分,高排位城市的共性优势往往更多在于它们防范准备的能力,而不在于它们出色的风

险应对能力。榜首城市东京针对地震、供水安全、恐怖袭击(暴力犯罪)、能源危机等问题,在历史事件分析、数据分析以及现状

分析的基础上,从公共政策、空间措施、工程措施、行动计划等层面提出较为详细的应对方案,做足了防范准备工作。显然,如何

“不得病”比如何“治病”重要许多。但由于城市的各类风险在初期破坏力有限,并不清晰可见,且管理层面职责范围模糊,使得

许多重要但不紧急的安全问题被忽略了。上海对各类问题暴露后的短期应急措施往往高效而有力,但对各类隐患的长效预防力度

就明显不足。 

(四)重政府主导,轻社会参与 

社会交往和志愿行动对提升城市安全起着主要作用,世界主要特大型城市都较为强调市民的风险管理意识,提高公共安全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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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发生时“第一反映人”的能力。[5]东京通过推广使用装有简易逃生工具和食品的应急救援包,开展高频率的培训、教育和演练

活动,向市民普及风险预防和自救互救的技能知识,促进政府、企业、社区、居民和志愿者团体携手合作。但上海在韧性建设方

面较为依赖政府,社会自组织性薄弱,市民的学习能力和应变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自助、互助、公共援助成为城市安全保障的主

要力量尚需时日。 

三、对于上海韧性城市建设的建议 

建设韧性城市是一个“积跬步,至千里”的长期过程,上海需要在精准施策、强化治理、源头防控等方面持续发力。 

(一)丰富安全内涵,制定精准政策 

充分认识并确切了解城市所面临的综合安全风险,掌握城市安全防灾的薄弱环节,科学合理地制定城市安全防灾政策。对超

大城市上海而言,在传统安全风险之外,由人口密集度、气候变化、城市重要程度、社会局势、资源有限性等因素引发的人体健

康、资源安全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的新型安全问题应受到广泛关注,具体包括数字安全、能源安全、公共健康、供水安全、公共场

所事故等。深化各类城市安全风险的情景构建和推演研究,以前瞻性的视角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环境利益,制定有效、灵活的

应对方案。可利用技术手段对不同变化情景下的风险进行预判,明确具体类型和发生概率,划定影响范围并估算可能的损失,由此

提出相应策略和具体措施,形成精准翔实的行动指南。 

(二)提升社区黏性,强化风险治理 

以责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和修复对城市安全风险治理尤为重要。个体、邻里、城市的

社会互动性和连接度极大地影响着城市对风险、灾害、危机的预防和应对能力。上海需要整合社会资源,搭建社区居民交流平台,

构建“新熟人社会”,通过发展社区志愿服务,推进互动互助,形成互信合作的关系网络。同时,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普及各类城

市安全问题的应对之策,包括突发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灾害逃生路径、网络安全注意事项等,提升市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自助

和互助能力,强化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风险治理。 

(三)巩固源头防控,聚焦隐患排查 

上海城市运行的总体安全水平较为平稳可控,但隐患排查治理相对薄弱,应做好精细化治理,从风险处理向风险防御延伸。对

轨道交通、地下空间、大型城市综合体、公园景区、文体演艺场馆等人流密集场所以及高空坠物、电梯故障等高发事故予以重

点关注,确保各类风险源处于受控状态。以轨道交通为例,上海轨道交通少有安全事故发生,但轨道交通人员密集,与安全风险的

流动传播关系密切,运行安全需要时刻关注。例如,早晚高峰期间由于设备故障造成的列车晚点和清客、汛期车站渗水、外来异

物侵袭等事件依然多发,踩踏、恐怖袭击等事件也有发生的可能,需进一步加强源头防控,化被动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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